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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山文化年代的讨论
*1

陈伟驹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

【内容提要】：学界对上山文化的年代存有争议，《浦江上山》断定其年代上限超过万年，但是根据上山文化分

期和其他遗址测年数据来分析，上山文化的年代上限有可能落在距今 9400—9134 年之间。同时，无论是测年数据

和陶器类型学，都不能确定上山文化比彭头山文化更早，二者同时的可能性亦不能排除。

【关键词】：上山文化 绝对年代 碳十四测年 彭头山文化

【中图分类号】：K871.13 【文献标识码】：Ａ

上山文化自发现至今，其年代问题争议不断。新近出版的上山遗址发掘报告——《浦江上山》又重点讨论了上山文化的年

代，断定其年代上限超过万年，并认为所得结论是“目前资料所证明的考古学事实”
［1］

。但是从报告提供的论据来看，仍有不

少可商榷之处。本文拟对有关上山文化的年代争论进行回顾和梳理，并重点对《浦江上山》所提出的观点进行讨论，指出可能

存在的问题。

一、小黄山遗址与上山文化的年代争论

虽然小黄山遗址发现和发掘的时间比上山遗址晚
［2］

，但更早发表了可供讨论的资料和召开专家座谈会，故上山文化的年代

争论一开始更多围绕小黄山遗址展开。该遗址首次发表的发掘简讯
［3］

将 A、B 两个发掘区的史前遗存划分为四期（表一）。

表一// 小黄山遗址分期简表

第一期 A区第一阶段遗存 B区第一阶段遗存

第二期 B区第二阶段遗存

第三期 A区第二阶段遗存

第四期 A区第三阶段遗存 B区第三阶段遗存

第一期包括 A 区和 B 区第一阶段遗存，陶器以平底器、圈足器为主，圜底器不多，不见三足器。其中夹砂红衣敞口平底盆

与上山遗址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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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为 B 区第二阶段遗存，陶器除平底器和圈足器外，圜底器增加。其中新出现有敛口钵、双腹豆、折肩卵腹釜、甑等，

简讯称交错拍印绳纹、镂孔放射线和红底白彩的装饰风格与跨湖桥文化完全相同。

第三期为 A 区第二阶段遗存，陶器种类有圜底釜、双鼻与口部齐平的平底罐、平底盆、平底盘、钵和小杯等。

第四期包括 A 区和 B 区第三阶段遗存，为良渚文化晚期遗存。

简讯称前三期遗存地层叠压关系清楚，文化内涵早晚演变清晰，系同一文化不同发展阶段，可统称为“小黄山类型文化遗

存”；并根据第三期的两个碳十四测年数据（A区H1的夹炭陶校正数据为6820—6680BC，A 区⑤层木炭校正数据为6020—5895BC），

把一到三期的年代推定为距今 10000—8000 年。

在 2006 年，简讯发表第二年的座谈会上多位学者就小黄山遗址的年代展开了激烈地讨论，其中以张忠培和严文明先生的意

见最具参考性。他们指出，二期众多陶器与跨湖桥文化相似甚至相同，年代应在距今 8000 年以内，而较之更晚的三期测年却在

距今 8800—8000 年，显然矛盾
［4］

。此观点一语中的，实际上也道出了小黄山遗址一到三期并不是“同一文化”。这一观点提

醒我们，解决小黄山遗址的年代争论首先应从解答该矛盾出发，且需要分期地看待年代问题。

然而，接下来的争论却撇开上述最关键的矛盾，转而围绕简讯中所命名的“小黄山类型文化遗存”（即小黄山遗址一到三

期）的年代能否早于距今 8000 年等问题展开激烈辩论。比如，张之恒接受发掘简讯的观点，认为小黄山遗址一至三期没有明显

变化，将之统一看待；并认为它们的陶器和石器与皂市下层文化和城背溪文化具有相似的特征，由此推定小黄山类型文化遗存

不会早于距今 8000 年。他还以古环境背景作为证据，认为小黄山遗址所在的杭州湾周边地区，由于受全新世前期海侵的影响，

距今 9000—8000 年前不适宜人类生产和生活
［5］

。陈淳
［6］

和王青
［7］

则针锋相对，分别从东亚考古背景、环境考古出发论证“小

黄山类型文化”可以早到距今 10000—8000 年。陈淳还指出，不应拘泥于陶器类型学判断文化年代，应从文化生态背景出发看

待人类的适应。需要指出的是，从生态环境出发固然有助于我们理解小黄山遗址人群的出现和适应，但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

小黄山遗址的年代问题并不出在陶器类型学上，而在于测年数据并没有反映陶器类型学所推断的年代。陶器类型学作为断代手

段是上百年考古学实践所证实的有效方法。至于张之恒认为小黄山类型陶器与皂市下层和城背溪文化相似，其所根据的材料应

主要来自该遗址与跨湖桥文化相似的二期遗存，而二期遗存并不能代表整个小黄山遗址一到三期的年代。但是，张文接受了小

黄山遗址简讯的观点，把一到三期当作一个整体看待，错失了从分期上解决问题的机会。归根结底，问题的关键还是在分期上。

蒋乐平正是从分期上解决了上述问题。他指出，小黄山遗址只有一期和三期、一期和二期的层位叠压关系，二期（B 区第

二阶段遗存）和三期（A 区第二阶段遗存）没有直接的地层叠压关系；从陶器特点看，一期和三期都接近上山遗址的上山文化

遗存，反倒是二期陶器和跨湖桥文化相似，因此问题出在发掘者在分期时把二三期的逻辑顺序颠倒了（表一）
［8］

。这样一来，

变成了二期（即原来的三期）的年代测年为距今 8800—8000 年；三期（即原来的二期）的年代则在距今 8000 年以后，和跨湖

桥文化年代吻合。这既解答了张、严两位学者所提出的矛盾，又验证了小黄山遗址测年的准确性。蒋乐平的分期方案被新的测

年数据所证实，因此为小黄山遗址发掘者之一王海明所采纳
［9］

。此后，基本上没有人再质疑上山文化的年代可以早于距今 8000

年。争论的焦点转向了上山文化的年代上限（本文指代最早年代），这一问题更多与上山遗址紧密相连。

二、上山遗址与上山文化的年代上限

紧随小黄山，上山遗址的材料也开始陆续发表。在较早发表的简讯中，发掘主持者蒋乐平把上山遗址的上山文化年代定为

距今 11400—8600 年
［10］

；在随后发表的简报中，又进一步讨论了上山遗址的碳十四年代数据（表二），剔除第一个离群数据

（BA02236），将年代改为距今 10000—8500 年，并结合小黄山遗址数据，将整个上山文化年代断定在距今 10000—8000 年
［11］

。

表二// 上山遗址简报公布碳十四测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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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号 采样单位 测年物质 碳十四年代 BP

树轮校正年代 BP
所属期

段
68.20% 95.40%

BA02236 H31 夹炭陶 9610±160 11178-10749 1134810441
早期前

段

BA02235 F2 夹炭陶 8740±110 9897-9558 10154-9538
早期前

段

BA02237 第 6 层 夹炭陶 8620±160 9888-9497 10172-9307
早期前

段

BA06136 H420 夹炭陶 8855±40 10152-9888 10163-9765
早期后

段

BA06137 H420 炭屑 8180±35 9232-9029 9255-9023
早期后

段

BA02238 第 3 层 夹炭陶 8050±110 9091-8725 9264-8608 晚期

上述材料和观点公布以后，有不少研究者提出新的质疑，认为夹炭陶由于难以清除陶土中的“基质炭”或“老炭”，测年

结果会偏老
［12］

。笔者亦发表过类似观点，并指出同一堆积单位 H420，夹炭陶测年结果是 8855±40BP，炭屑则仅为 8180±35BP，

二者竟相差近 700 年（表二），如果上山遗址最早的夹炭陶数据都减去相应的差值，其年代上限不会达到距今万年
［13］

。

针对上述质疑，发掘者在新近出版的正式报告《浦江上山》（下文统称“报告”）中作了回应。除了上述数据外（表二），

报告又公布一批新的测年数据（表三）。根据这些数据，报告称“我们并不回避夹炭陶的年代有偏老的可能性，但也认为并非

所有陶片测试的年龄都不可靠”
［14］

，并认为“对比植硅体、植物残体和夹炭陶年龄，发现大部分陶片的年龄都在距今一万年到

八千年之间，和前述两种物质的测年结果基本一致，说明上山遗址大部分夹炭陶的年龄是可靠的，并没有受到各种老炭的污染，

可以真实地代表上山遗址的年代”
［15］

。

表三// 《浦江上山》公布的碳十四数据

标本号 采样单位 测年物质 碳十四年代 BP

树轮校正年代 BP

68.20% 95.40%

BA10278
难定具体文的遗址西

侧断崖化层
夹炭陶 9365±35 10655-10522 10689-10504

BA10279 同上 夹炭陶 8800±35 9901-9744 10120-9677

NZA33763 T1318④︰4 夹炭陶 7646±45 8510-8391 8540-8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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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ZA33800 T0810⑧︰9 夹炭陶 9513±45 11066-10700 11083-10608

Beta347056 T0611⑦ 夹炭陶 7830±40 8640-8555 8761-8523

Beta344878 T1416⑤ 夹炭陶 7970±40 8979-8772 8996-8650

Beta344877 H443 夹炭陶 10680±40 12697-12618 12711-12571

Beta434204 第 8 层 植硅体 8280±40 9401-9247 9417-9134

Beta434203 第 5 层 植硅体 7280±40 8161-8036 8175-8012

首先，报告所判定的三种物质的“测年结果基本一致”与报告所提供的资料明显不符。表二、表三中夹炭陶的测年结果范

围是 10680±40—7646±45BP（校正后 12711—8383BP），炭屑和植硅体测年结果范围仅在 8280±40—7280±40BP（校正后 9255

—8010BP）。夹炭陶数据明显偏老很多，这样的结果不能说是“基本一致”。其次，如果要比较不同样品的测年结果，不能笼

统地把所有数据的测年范围进行比较，最好是限定在同一期段或同一堆积单位内比较，前文提到 H420 的情况同样显示夹炭陶测

年结果偏老。因此，笔者认为报告中所说的“上山遗址大部分夹炭陶的年龄是可靠的”这一结论不能成立。

至于报告认为，都柏林大学圣三一学院（Trining College Dubin）研究人员引入贝叶斯统计方法来处理上山遗址的碳十四

数据所得到的结果（10800—8600BP）
［16］

比较可靠，实际上是一种误解。贝叶斯只是一种统计方法，它只能对已有的数据进行

统计而获得更加精准的年代范围，并不能解决夹炭陶本身偏老的问题。如果要利用这批夹炭陶数据，首先需要找到一种校正它

们偏老的方法。但是截至目前，尚未有公认的可靠的方法。为谨慎起见，在断定上山文化的年代时，我们不能直接使用这批偏

老的、不可靠的夹炭陶数据，而应该首先依靠其他样品的数据。实际上，上山遗址恰恰有两个这样的样品，即采自第 8 层的植

硅体数据（8280 ± 40BP，校正后落在 9417—9134BP，95.4％，下同）和 H420 的炭屑数据（8180±35BP，校正后落在 9260—

9020BP）。这两个堆积单位在报告的分期中分别属于上山遗址（亦是上山文化）的早期早段和早期晚段，与测年数据结果吻合。

因此，上山文化的年代上限很有可能就落在距今 9400—9100 年间，至少不会太偏离这个范围。实际上，最近已有植物考古研究

团队提出过类似的看法，他们认为如果用植硅体样品的年代来表述上山文化最早的年代，大致在距今 9400 年左右
［17］

。不过，

报告在讨论上山文化的年代时，没有采用这两个可靠的数据。

当然，报告的论述并不止于此，它还基于上山文化的分期和其他遗址的测年数据来卡定上山文化的年代上限。下面我们继

续分析报告的论据。

三、桥头、湖西遗址与上山文化的年代推定

除了上山遗址和小黄山遗址外，迄今为止，上山文化已经发现或发掘了 18 个遗址
［18］

。目前材料比较丰富的有桥头、荷花

山和湖西遗址。根据陶器特征和层位关系，蒋乐平把上山文化划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有上山等遗址，中期有小黄山、桥

头和荷花山等遗址，晚期以湖西遗址为代表
［19］

。笔者基本同意这个分期。其中桥头和湖西等遗址皆有较多利用炭屑和植物遗存

测定的碳十四数据（表四），对于确定上山文化中、晚期年代尤其重要，从而对于推定上山文化早期和年代上限有间接帮助。

表四// 上山文化中晚期遗址年代测定数据表（改自《浦江上山》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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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编号 测年物质 采集单位
碳十四年代

BP

树轮校正年代 BP
所属

遗址
期别

68.20% 95.40%

BA141694 炭屑 ST1③ 7985±50 8991-8776 9007-8650

桥头

遗址 上山文化

中期

BA141695 炭屑 ST1④ 8090±45 9092-8990 9240-8780

BA141696 炭屑 ST1⑤ 8010±40 9000-8780 9012-8726

BA141697 炭屑 ST1⑥ 7970±60 8987-8730 9001-8640

BA141699 炭屑 H14 8045±50 9024-8781 9091-8720

BA130723 残稻块 8085±30 9030-8993 9123-8815 荷花山遗址

BA130136 炭屑 ST3⑦ 7740±30 8555-8455 8590-8430

湖西

遗址

上山文化

晚期

BA130138 炭屑 ST3⑦ 7730±30 8445-8455 8590-8430

BA130139 炭屑 ST3⑦ 7915±45 8960-8630 8980-8600

BA130140 炭屑 ST3⑦ 7605±30 8420-8385 8450-8370

BA130708 残稻片 ST3⑥ 7730±25 8545-8456 8581-8430

BA130713 种子 ST3⑦ 7780±30 8594-8543 8608-8455

BA130714 残稻片 ST3⑦ 7850±40 8723-8596 8972-8559

BA130716 种子 ST3⑦ 7815±30 8608-8554 8645-8540

BA130741 炭屑 H2 7630±30 8430-8390 8520-8370

说明︰报告原表 42 中桥头遗址的校正数据用的是 BC，这里统一加上 1950 年改为 BP。

从上述数据来看，晚期的湖西遗址年代数据基本上都晚于中期桥头遗址的数据，与陶器分期结果吻合，说明这些数据的可

信度比较高。先看中期桥头遗址的年代。报告认为，桥头遗址的数据均在距今 9300—8800 年，“这应该是上山文化中期的年代”，

“由此判断，上山文化早期的年代的下限当在距今 9500 年左右，上限超过万年”
［20］

。

笔者认为，校正年代的置信区间并不等同于文化或期段的年代上下限。桥头遗址树轮校正年代落在 9300—8800BP（准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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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应该是 9240—8640BP，表四），只是说明桥头遗址的年代有 95.4％的可能性落在这个区间，并不是表示桥头遗址的年代就是

9240—8640BP。实际上，采用 95.4％置信区间校正后的年代数据范围大大拉大，达七八百年；而从未校正的数据来看，桥头遗

址的年代跨度不过上百年。因此，不能轻易就采用 95.4％置信区间的校正值作为桥头遗址或上山文化中期的年代。令人疑惑的

是，报告在定夺湖西遗址上山文化晚期的年代时，把湖西遗址年代推定在 8600—8400BP。但是如果按照报告在确定中期年代时

所用的标准，晚期的年代范围应该是 8980—8370BP。可见，报告在推断中晚期的年代时，使用不一样的标准。当然，报告之所

以没有将 8980BP 当作晚期的年代上限，而是往后推定在 8600BP 前后（晚了近 400 年），应该是避免中晚期出现大幅度的年代

重叠。既然如此，在确定中期年代上限时也应考虑到同样的问题。前文提到，上山遗址上山文化早期有两个植硅体和炭屑的数

据（8280±40BP、8180±35BP，这两个数据早于桥头遗址最早的测年数据 8090±45BP，与分期结果吻合，再次说明可信度较高），

校正后分别为 9417—9134BP 和 9260—9020BP，即早期的年代可能落在 9417—9020BP 这个范围。如果按照报告推定晚期年代所

使用的标准，中期的年代上限 9240BP 是否也应适当地往后推迟一些；即使不像晚期那样推迟三四百年（即 8900BP 前后），也

不至于硬性地定在 9300BP。

除了根据分期人为地推定各期之间的时间界限外。我们也可以直接采用置信区间的形式来表述。

第一种是采用 95.4％的置信区间。早期的年代范围为 9417—9020BP，中期的年代范围为 9240—8640BP，晚期的年代范围为

8980—8370BP。早、中、晚三期的年代是有交叉的，部分原因是由于采用 95.4％的置信区间的校正年代造成的，也是一种正常

现象。我们在确定每一期的年代时，不能强制性地将校正范围的上下限作为每一期年代的上下限。

第二种是采用 68.2％的置信区。早期的年代范围落在 9401—9029BP，中期在 9090—8730BP，晚期在 8960—8370BP。若采

用这种处理方式，三期之间的界限相对分明，早、中期的界限在 9000BP 前后，中、晚期在 8800BP 前后。

至于哪种更加合适，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总而言之，基于上山文化分期和其他遗址测年数据所推定的上山文化年代上

限，并非像报告所说的可以超过万年，也有可能落在 9400—9134BP 区间；中期的年代亦不一定是 9300—8800BP，也可能是 9000

—8800BP。

四、上山文化与彭头山文化的年代关系

为了论证上山文化年代上限超过万年，报告还将上山文化的陶器和年代与彭头山文化进行比较。

报告首先把彭头山文化的年代定在 9000—7800BP，以此说明彭头山文化在绝对年代上晚于上山文化；其次，报告通过比较，

认为彭头山文化早期陶器和上山文化中晚期相似；由此得出结论：“无论是从年代的测定数据上，还是在文化因素的类型学分

析上，上山文化在长江中下游早期新石器续生阶段处在领先的地位，也就是说，钱塘江流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发

展中占有领先的单位（疑为“地位”——笔者注），这是目前资料所证明的考古学事实”。

首先，报告所引用的彭头山文化的年代（9000—7800BP）只是发掘报告《彭头山与八十垱》（以下简称《彭头山》）
［21］

在

分析完测年数据后，初步估计的一个年代范围，并非定论，执笔者还特意强调“只是一种推论，并不一定代表彭头山文化的真

实年代”。我们先来看彭头山文化测年数据（表五），除了一个偏离值 BK87002 外，其余数据差距较小，部分与分期吻合。未

校正之前年代最早的两个数据 8383±115BP 和 8135±90BP，与前述上山文化早期的数据 8280±40BP 和 8180±35BP 相比，十分

接近，甚至还稍早一些。《彭头山》将表五中的数据（除 BK87002）校正后，年代落在 9400—8200BP。这个年代上限也接近前

面分析的上山文化的年代上限。因此，如果我们不把《彭头山》所确定的彭头山文化年代当作一个定论，而是直接比较两个文

化的测年数据时，上山文化年代上限并不比彭头山文化早，而是基本同时。

表五// 彭头山文化遗址部分碳十四测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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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号 遗址及层位 标本物质 距今年代 所属期段

BK87002 彭头山遗址（采集） 陶片 9100±120 不明

BK89021 彭头山遗址 F5D2 带泥炭 8385±115 一期 1段

BK89018 彭头山遗址 T14⑥ 竹炭（少量木炭） 7945±170 一期 1段

BK89020 彭头山遗址 H1 带泥炭 7945±100 一期 1段

BK89019 彭头山遗址 F1D6 带泥炭 7770±110 一期 1段

BK87050 彭头山遗址 T11④ 木炭 8200±120 一期 2段

BK89022 彭头山遗址 F2 带泥炭 8135±90 一期 2段

BK89016 彭头山遗址 T14② 木炭（少量竹炭） 7815±100 二期 3段

BK89017 彭头山遗址 T13③ 带泥炭 7745±90 二期 3段

BK94112 八十垱遗址 H5 木炭 7540±80 二期 3段

BK96010 八十垱遗址 T43 1 6 木炭 7465±100 三期 4段

BK94110 八十垱遗址 G3 木炭 7185±70 三期 4段

当然，必须承认的是，彭头山文化用带泥炭、木炭等样品所测定的年代数据与分期结果稍稍矛盾，如 BK89019、BK89020 等

一期 1段的数据就比一期 2 段的早；同是一期 1 段的 BK89021 带泥炭数据要早于 BK89019、BK89020 等带泥炭数据，目前无法

确定是前者偏早还是后者偏晚。此外，彭头山文化还有一批加速器测定的陶片、陶片中稻壳、腐殖酸、陶片陶土基质炭等数据

（《彭头山》第 616 页表七三），这批数据与分期矛盾更大，被报告认为“难以令人信服，它对推断彭头山文化的年代并无太

大帮助”。此亦不赘述。

总之，如果与上山文化的炭屑和植硅体等数据相比，目前彭头山文化的测年数据并不是那么精准（标准差较大），与分期

吻合度也稍差一些，可能是测年样品长期埋藏于水浸泡的环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污染。也正是由于还存在如此多的资料缺陷，

上述对彭头山文化的年代分析也如《彭头山》所言，仅仅是一种推论，还不能说是真实年代。换言之，要确定彭头山文化的绝

对年代，还需要相当多的工作，远不是定论的时候。

至于报告所作的陶器特征比较同样可以讨论。首先，彭头山文化与上山文化相隔约 1000 千米，属于不同的文化谱系，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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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些看似相似的特征进行断代尚有疑问。即便是可以比较，报告所举例的相似陶器严格来看也并非那么相似。比如，报告

比较的陶盘，彭头山文化的为弧壁（《浦江上山》表 43︰1），上山文化的几乎是斜直壁、大平底（《浦江上山》表 43︰13），

而且这种器形简单，分布广泛，存在于彭头山文化早晚多个时期，因此，这种程度上的相似是否一定能说明同时性是值得怀疑

的。再如长颈壶，彭头山文化几乎全部都是圜底的（《浦江上山》表 43︰7），上山文化则基本是平底（《浦江上山》表 43︰

19）
［22］

，除了颈部都较长以外，形态差异不小，似乎亦不能毫无疑问地判定二者同时。至于报告选择的其他类型陶器，情况大

抵如此。还需要指出的是，报告所选择的“彭头山文化一期或早期”的陶器中，有部分属于皂市下层文化（《浦江上山》表 43

︰6、7）。如果需要用陶器类型学的方法来确定同时性，最好是两个文化存在文化交流或贸易现象，二者包含有一模一样的陶

器，至少是极为相似的陶器，否则我们很难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来确定二者同时。显然，上山文化和彭头山文化之间尚未发现这

种器物，因此，这个问题还值得继续讨论，不能说是“事实”。也就是说，目前尚不能根据陶器来判断上山文化中晚期和彭头

山文化早期同时。

五、结语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发现上山文化的年代学研究历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已有的资料并不能证明上山文化年代上限可以早

到万年以上，也有可能在 9400BP 左右；同时，无论是测年数据和陶器类型学，都不能确信上山文化比彭头山文化更早，二者同

时的可能性亦不能排除。诚然，以后也许有新的材料来证明上山文化的年代上限可以更早。但是，如前所述，彭头山文化的绝

对年代亦非定论，亦存在可以提早的可能性。正因为现有资料的种种不确定性，要确定“上山文化上限超过万年”和“处于领

先地位”是“目前资料所证明的考古学事实”，还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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